很显然有些人是拥有牙齿和耳朵的：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主体

朱安·吉姆勒兹·安可   

                                              肖琼译    龙昕校
不久前，关于历史无主体的观念总是与一位激进的评论家联系在一起。这位批评家雄心勃勃的研究人文科学的认识论，以及现代哲学和形而上学理论的遗留问题。后来，“历史没有主体”这一反人本主义的断言成为大多数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一个不证自明的起点。尽管这使得后者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点遭到分化。
现在，我想就上述导言展开讨论，说说我们在考虑物质性主体时产生的问题。在阿尔都塞(1971b: 119-124; 1971c: 94)之后，认为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大写的主体）的过程的观点得到了发展；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肉体和有关特定主体的物质性问题时，“历史没有主体”这一言论便不确定了，并成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肉体一直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吗？

今天，我的论文并不是要追思过去的人文主义哲学。至少，我希望不是如此。同时本论文也不是对反人本主义哲学的反动干预或介入。我认为阿尔都塞批评“历史有主体论”是黑格尔主义哲学的一个蹩脚的突变体是很有道理的。他的这个论点广为人知，并且广泛使用，我就不多赘述。我现在试着从表征和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对主体性这一问题进行辩证的探讨。我之所以说要辩证地探讨这一问题，是因为我认为阿尔都塞对主体的问题分析是基于“主体是唯一确定的实体存在”这个概念，而未考虑到主体是由几个部分构成的，主体的构成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有其确定的否定性因素。不将主体性视为一个可辨认的、而且极可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垂询以及福柯所称的权力或知识机构所确定的主体，而将其与确定的否定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加以思考，这一思路将启开一种新的可能。那么可以辩证地将主体性重新评估为过剩物的生产场，这种过剩在辩证惯例中通常被称为剩余。换句话说，主体性可称为一种越来越依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同时又超越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东西。从最纯粹的黑格尔辩证法视角看来，主体性，不论是其正面还是负面，都是一个逐渐变得自觉并在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之间活跃的过程。这条思路将把我带向这样的结论：也许历史无主体（大写的主体）；而这有可能是因为，历史归根结底不只拥有一个确定的主体，而是至少拥有两个（小写的）：胜者与败者。
一、后现代主义时代

正如任何唯物主义哲学所认为的，每研究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应该注意到当前的历史背景。但如何界定我们所生活的后现代主义时代？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多方面的，而我不会特意去界定出另一种定义。因为后现代主义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对任何东西加上标签或进行分类，界定后现代的尝试将正好成为后现代批判的基础。要界定后现代势必走向失败。让我来解释一下。

后现代主义哲学着迷于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表征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现实是真实的？我们如何通过我们使用的话语来“观察”现实？ “我们”是谁？所有这些都关涉到表征这样一个共同问题。对于康德来说，理性哲学主要研究三个问题：

1、我能知道什么？

2、我应该做什么？

3、我能希望什么？
在后现代主义逐渐从现代哲学和文化演变过来的过程中，康德的这三个问题毫无疑问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持续着。然而，后现代主义也可以被描述为对另一个问题的执迷：“表征是什么？”因为，如果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将能解答很多关于权力和社会正义的问题。
尽管后现代思维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质疑态度，但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其对表征与社会话语的关注上与后现代主义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一个错误了。事实上，关于资本主义在语言学上的定义，正是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在他的最新著作《阐释<资本论>：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巨著的阅读笔记》中谈论到的问题，这本书聚焦于不可表象的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与马克思想用文字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的欲求之间的矛盾。（2011 :4- 7）。然而，提出表征问题并不意味着詹姆逊读《资本论》时是将它作为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希望我的这部作品不要被理解为对《资本论》的“文学性”的阅读：不仅仅因为在文学阅读方面我只是做了一些一般性的分类，或对一些风格或隐喻做了一些注解而已：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这一术语势必会使我研读该著作的努力显得无足轻重，并且会让人以为那些探究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技术细节的研究者对这样一部著作所产生的文化附带现象几无兴趣。然而我对马克思所陈述的事实或他声称他从这些事实中演绎出的法律的意义没有兴趣这一点却是真实的。我想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表征，一个可被辩证地描述的定时炸弹。我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问题；我发现用马克思的模式来推演现今的第三世界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所处阶段非常有意思，但我认为，迄今为止这可以推演出多种模式。（詹姆逊，2010 : 5；我的注释）

作者本人提供的《阐释<资本论>》的导读非常有意思，证实了詹姆逊不承认他对《资本论》的诠释是为了对经济学、哲学和文学批评等专业学科发展做出贡献。据詹姆逊自己说，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伟大而激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批评家，也不只是一个哲学家。今天人们从他的论著中也读到了后现代主义所痴迷的问题：现实是如何被表征？或更具体地说：如何理解现代世界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詹姆逊是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努力趋近马克思，因而提出了这些具有当前这个历史时刻的特点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如詹姆逊所指出的，任何因将“马克思的现实”推至一个遥远的背景中而产生的不安都深刻地传达了他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后现代历史时期的特点。
詹姆逊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机构整体是如何在其正负两面之间的辩证运动保持一致： “因为它并不只是一个策划、安排通过及时起作用而存在的结构体系的问题，也是一个展示某一时刻处于解体但又时刻在新的、更高水平上进行自我修复过程中的结构体系的问题（如果那时它还能被称为一个结构体系的话）。”（2011 : 24）。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是一个因为危机和破坏的出现而不断发展与扩张的体系，如果没有这些，该制度将不存在。事实上这是一个真实的辩证性的问题，而詹姆逊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新的阐述，其实是对如何进行辩证推理的概述。还有一个关注詹姆逊的研究的原因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研究马克思可能能促进一种激进理论的发展，而据推断，这种激进理论能被更新、改造，并在今天的某些特定场合加以应用。换句话说，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解读十九世纪的辩证法是为了将它们投入到现在、甚至可能即将来临的更美好的未来的批评之中。

第一个问题：表征物质性的主体

詹姆逊对《资本论》的解读我姑且谈到这里，因为我想现在着重探讨表征物质性主体的问题。 (1975: 398).马克思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在《巴黎手稿》中，他提出物质性主体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主要缺陷：“我们在黑格尔哲学中发现，要求放弃抽象的、只有思维中运动的思维，即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耳朵、没有一切的思维。”（1975 : 39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选段中，身体是用否定性的词语描述的。马克思并不是说：人的身体是由眼睛，牙齿，耳朵以及任何其他部分组成。在此，马克思只是陈述哲学思想的一个困境在于它对物质性的遗忘，好像概念没有眼睛，牙齿和耳朵似的。这对于了解后现代主义时代中的主体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同于阿尔都塞对主体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物质性主体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剩余，一种哲学史的剩余。

如果说在詹姆逊之后，在解答资本主义如何运转的问题时必须要承认表征问题的存在的话，这同样也适用于物质性主体。从福柯思想的角度看来，身体并不仅仅是话语结构中一个积极的构成实体，它还是抵制能指的剩余。将物质性视为一个确定的负面因素意味着抵制马克思所称的“放弃抽象思维”。换句话说，除非表征的问题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和物质交流中的问题，批判性思维才会以遗忘的形式发挥作用，这也是一种牺牲。
    尽管马克思不是在描述某一特定人体，但他通过否定人的肉体来假定它是辩证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是形而上学思维在积极的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出人意料地似乎并不支持马克思。众所周知，在他的关于意识形态询唤的描述中，身体是缺席的。如果历史没有主体，那么在男人、女人和变性人的身体是怎么回事？难道具备物质性不是成为一个主体的充分条件？难道主体是天生的？如果将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归属于一个社会阶层会发生什么事？难道他们不是大写的主体？这并不是说，不能利用阿尔都塞的论著来撰写有关于身体和日常生活中权力调解的批判哲学论文。事实上，这正是某些思想家如朱迪思·巴特勒的所为。但是，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

第二个问题：它到底是什么？

在朱迪思·巴特勒对性别二分法如何通过话语实践的复现体现出来的描述中，表征与物质性之间的冲突尤为明显：
医学上将对婴儿的人称由“它”转变为”她”或”他”（尽管近年来出现了声像语图），在取名时，女孩被贴上“女孩”的标签，通过性别的垂询进入语言和亲属关系的领域。但是，给女孩贴上女孩“标签”并不止于此；相反，这种垂询通过各种权力机构不定时地不断重复，强化或质疑这一自然化的效应。命名既划定了性别界限，同时也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与强化。（巴特勒，1993 ：7 - 8）

将性别指认解释为孩子出生时取名的过程是基于阿尔都塞列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警察站在马路中间对着路人招呼：“嗨，你好！”（1971a：170-177）这声招呼表征着就在那一个时刻，某个人被主体化了，也就是说，某个人进入了意识形态的领域，成为了一个主体——当然前提是假定那个被招呼者用惯常的方式回了话。

在这里，巴特勒不是以警察，而是以能权威地宣布新生婴儿是‘他’还是‘她’的医务人员为例。在性别身份的构成中，“这是一个‘他’！”和“这是一个‘她’！”就相当于“嗨，叫你呢！”然而，不同于阿尔都塞的是，巴特勒意识到垂询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彻底性和不完善性（1993：121-124）。这种不彻底性事实上给酷儿政治和性别颠覆的存在提供了空间。它们可能正是由于垂询过程固有的不完善才有可能产生与存在。在诊所和产房这样的很清洁的环境中，只有当垂询过程同时又是否认的时刻才能视之为成功。有些身体根本无法进入到意识形态的体系中来。他们作为应居于不适合人居的地方的不幸者被送到一个危险的栖息场所，例如变性人和两性人。据巴特勒分析，一旦垂询发生，新生婴儿就不得不归入性别操演话语体系中，或者至多只能试图去破坏这一切所造成的效果。
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在巴特勒所提到的“它”那里会发生什么？考虑到巴特勒笔下的可鄙的肉体似乎与“它”毫不相干，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它”原本就不可能产生垂询，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谜题。主体性和可鄙的身体似乎只是权力和话语实践的结果，只有通过反复的垂询才能形成。结果，一旦垂询被限制，巴特勒谈到医院时所提及的那个“它”就似乎被遗忘了。 “它”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巴特勒不愿意追究的“迷失的源头”。这个‘它’标志着关于主体的反人本主义哲学所提出的剩余的产生。
如果我们继续让我们的思想禁锢在反人道主义的范围内，那么‘它’就似乎是某种来自神秘的过去的难以同化的剩余，具有将垂询沦为彻底失败的潜力。‘它’揭示了肉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而这区别正是阿尔都塞在他将物质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时所否认的。‘它’是身体的记号，随时可能通过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的重叠反应引发危机。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进入到马克思在《德国意识形态》中所探讨的关于主体的问题。难道巴特勒忘记了马克思发现已经从哲学思维中消失的牙齿，耳朵和眼睛吗？这个在巴特勒对垂询的解释过程中不加考虑、置之不理的“它”是不是与那些被遗忘的牙齿，耳朵和眼睛是同一回事呢？为什么不把‘它’包含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它’的未来将是什么？‘它’能不能被记住，诗化，表征，具体化，即使只是暂时地、拐弯抹角地？

一方面，‘它’在本质上类似于一个无法企及的先验存在。另一方面，巴特勒偶然遇上了一个始终影响她作品的接受的问题。自从她出版《身体之重》以来，她就不得不要在许多场合解释物质性为什么对她具有重要性，又有多重要。如果我们对此进行充分考虑，会找到一种将消极物质性与“他”或“她”联系起来的方式吗？这时的垂询是否也许并不是以洁净的临床过程的形式出现，而是将辩证思维概念中的身体转变为一个剩余呢？怎么来证明这剩余呢？又如何才能接近消极的肉体呢？由于个体物质性被视为辩证的否定，因此特定的主体会有一个断裂处。与意识形态相脱离，与身份相脱离，与认识相脱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直所说的异化，尽管反人道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趋于忘记这一切。

然而，巴特勒（2004）最近提出一个概念，即终究还是有可能存在一个能言说的主体。但是，不管怎样，在巴特勒对话语的复杂分析中所费力地描述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早已谈论过。问题也许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已通过阿尔都塞的垂询接近马克思主义。其结果是不管权威人物如何询唤，他们还是没有认识到有些人是有耳朵、牙齿和眼睛的。倘使大家记住了物质性与意识形态和话语不具可比性的话，那么就更不能断言主体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询唤而存在了。
与阿尔都塞不同，法兰克福派，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总是会背离这一前提：物质性主体始终存在。因此，身体是他们批判理论的公理之一，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没有具现为耳朵，牙齿和眼睛等形态的主体，就丧失了对意识形态具体化的抵抗力：
人类最基本的反应是如此彻底的具体化，以致于一切自身特定行为的概念现在仅仅以一种完全抽象的形式存在：个性只不过意味着雪白发亮的牙齿，不受体味和情感所影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97 : 167）。

询唤中的话语（“嗨，叫你呢!”；“这是一个女孩”；“这是一个男孩”），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里是消费社会中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结果。卫生习惯和化妆品的使用只不过是包罗万象的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少数几个因素，资本主义关系最终将一切适合于物质个体的东西转换成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不同于最反黑格尔主义形式的垂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承认物质个体的不可通约性，否则，这将成为一种失败主义的理论，放弃一切对抽象具体化超越的可能性。因此，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个性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未取得一致的情况下，非同一性被体验为否定性。”（阿多诺，2000 : 31）。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思考和证明这不协调的主体。

胜者和败者

我并不认为声明在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异化的主体与话语和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中过于冒昧。想一想2011年夏天发生在英国的暴动。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们走上大街去夺取资本主义制度拒绝给他们的东西：从时尚的T恤衫到昂贵的蛋糕，从等离子电视机到高档健身器材。无论人们将这些骚动归因于阶级斗争、种族仇恨，所谓的道德危机还是受主流社会排斥的感觉，这都是两个世界的冲突。i.ek评论说，英国的骚乱表明这个社会是巴丢所说的沉默的社会，无意义的社会：“与2005年发生在巴黎市郊的汽车焚烧事件一样，英国暴徒并不想传递出什么信息。”（i.ek，2011。）。根据i.ek的观点，发生在巴黎和英国的这两起事件可称为 “乌合之众”的暴动。这种自发性的暴力行为可以被处理为辩证法中的抽象的否定，一种纯粹的、非理性的暴行，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主体截然不同，没有可实现的政治纲领，没有组织机构，或对未来前景的乌托邦设想。这些暴徒没有任何理由，仅仅闯入了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政治舞台。但是，有趣的是， i.ek指出的这正是阿尔都塞在他的垂询理论模式中早已经设想的某些东西。暴民们没有用惯常的方式答复权力机构的询唤，故而他们不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主体。因此，他们的行动只能停留在乌合之众的层面。因此，i.ek认为，不光是政治纲领的缺失说明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无意义。这些暴民对权力机构的招呼不予回应，拒绝展开公开辩论，不愿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团体，因此无法成为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主体。暴民们抽象的否定性也是意识形态的缺乏。
与抽象的否定相反，i.ek敦促我们找到一个确定的否定，以行动方案、明确的导向和稳定的操作来取代纯粹的非理性暴力活动。他坚持意识形态纲领的缺失说明暴乱注定失败：“今天的左派面临着‘确定的否定’问题：在起义之后，当初次运动的崇高热情结束时，应用什么样的新秩序将取代旧秩序？”（i.ek，2011）。
在这一点上我想重复阿多诺的话：“在未取得一致的情况下，非同一性被体验为否定性。”这似乎是所有我今天提到的所有思想家的共同点。从马克思到巴特勒，他们都认为物质性的主体是否定性的，即，社会过程的剩余，未完成的言语行为，意识形态的抵抗力量。后现代可能着迷于表征的问题，但在主体的物质性被遗忘时，它只能成为纯粹的空洞抽象。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后现代生活中的不协调状态。但是，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后现代思想家通常提及的：表征是什么？问题在于发现今天这些物质性主体怎样被维持它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机构剥夺权利的。无法设计和控制自己的命运，历史似乎再度被胜者书写。
                                                         (作者单位：阿斯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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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表征和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主体性问题进行了辩证性的探讨，认为主体并不仅仅是一个可辨认的、确定的主体。在巴特勒的性别理论中，还存在着根本无法进入到意识形态体系中的身体，如变性人和双性人，作为社会过程的剩余以及意识形态的抵抗力量。如果将主体与确定的否定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加以思考，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历史不只拥有一个大写的主体，而是至少拥有两个确定的主体：胜者与败者。后现代主义时代中，异化的主体和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他们将成为历史未来的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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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tries a dialectical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subjectivity by referr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corporeality, considers the Subject not as a solely identifiable one. In Butler’s gender theory, There existing some bodies which simply cannot make such an entrance into ideology, transidentities and intersexuality for example, as the remainder of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resisting force to ideology. If to think about subjectivity as intertwined with a determinate negative, then can draw an conclusion: history does not have indeed one single Subject, but at least two (with lower cases):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postmodern age, the alienated subject lives in an unreconciled condition with discourse and ideology, they will be the writer of the history’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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